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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制裁的当代图景与法治建构

王瑞雪*

摘 要 声誉制裁是公权力主体披露相对人负面信息、降低相对人社会评价的行为。在

通报批评等“一事一议”的传统形式之外,声誉制裁在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与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等制度的掩映下,以常态化的违法事实公布、负面信息记入信用档案和向相对人施以

各类负面标签等形式自动化、普遍性地展开。声誉制裁存在信息范围过广、制裁效果过重、修

复难度过大等问题,结构性地压缩了行政裁量空间以及宽容、激励等制度的空间。公权力主体

应当将“保护相对人声誉”作为重要的公法价值,扭转针对相对人声誉信息以“披露为原则、不

披露为例外”的现实作法;限缩声誉制裁的适用范围,选择恰当的声誉制裁形式;设置有意义的

程序装置,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完善声誉修复与救济机制,保护相对人未来发展的能力。

关 键 词 声誉 声誉制裁 信息公开 社会信用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声誉是名誉、名声的同义语,是指“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1〕从法学的视角而言,与声

誉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名誉、信誉等,指向“人格在社会生活上所受的尊重”,〔2〕是个体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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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规制改革与政务公开”
(项目编号:17JJD820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公共治理背景下的软法工具研究”(项目

编号:6320206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

954-955、1223页。
王泽鉴:《侵权行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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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社会评价”。〔3〕在此基础上,本文所称的“声誉制裁”,意图涵

盖行政主体、司法机关等所有公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披露相对人负面信息、降低相对人

社会评价的行为。

公权力主体针对相对人进行人身、财产制裁时,通常必须受到法规范的严格限制。但声誉

制裁则不然,它往往自动附随在其他正式制裁之后,也由此覆盖面极其广泛。以吴某丽案为

例,针对原告无证摆摊贩卖28面小国旗、尚无违法所得、并当场改正的轻微违法行为,行政机

关作出没收小国旗的行政处罚决定,未予任何金额的罚款,但同时将该行政处罚决定在政府网

站以实名方式公开公示,并记入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其信用档案中的负面

信息。虽然公开公示与记入信用档案显然影响了原告声誉,但法院却认为相关行为依附于涉

诉处罚决定,不单独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4〕概言之,相对人如此轻微的违法行

为也仍可能被声誉制裁覆盖,且由于其附随属性难以被有效救济。

声誉制裁不仅范围广泛,具体形式也极其多元,其中一些手段能够对所涉公民和企业的社

会评价产生难以恢复的负面影响。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则典型案例为例,针对失信被执

行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起“以本院电子显示屏为主轴;以中山公园、虹桥临空园区、

上海动物园、天山公园四处电子显示屏为支撑,辐射长宁区东西南北全域”的线下立体式失信

曝光网络,与线上失信曝光平台两相结合。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在新闻媒体和

被执行人居住地发布、张贴悬赏执行公告,公布被执行人照片、户籍地址、涉案金额等基本信

息,进一步压缩被执行人生存空间”。〔5〕概言之,声誉制裁明显针对相对人的社会人格与生

计,可扩展到一切陌生人可查、熟人可见、自身全面感知的形式,住址等信息的公开更是使负面

影响累及家人。

事实上,通过贬损相对人声誉来制裁违法行为绝不是现代社会的新鲜议题,它长久存在于

古今中外的监管实践中。〔6〕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监管方式的转型,声誉制裁以自动化、

普遍性的形式成为弥散于整个制裁网络的基础性规制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尊重相对人社

会评价、维护相对人信用并保护其未来发展能力等重要价值却相对被忽视。本文即立足于我

国已然蔚为大观的声誉制裁体系,对其进行全面检讨并尝试建构法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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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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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第2款规定,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

等的社会评价。
吴某丽诉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20)京行申443号。“吴某丽”为笔者对当事人真实姓名所作的隐名处理。一审判决书指出,被告有义务将

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该项工作是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一项附

随义务,效力依附于涉诉处罚决定,并不单独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二审判决书和再审裁定书亦认

可该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的通知》(法改组发

〔2018〕2号),案例4和案例15。
参见赵雷:“羞辱、社会规范与法律规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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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密织就的声誉制裁体系

声誉信息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得公权力主体在加强法律执行的过程中得以引

入“公众参与”———将公权力主体对相对人作出的否定性评价直接传导至市场主体和社会群

体。这既对抑制违法行为具有显著功效,又对促进公众理性交易和交往提供信息支持。〔7〕

声誉制裁也由此成为成本最为低廉、效果最为突出的确保行政义务履行手段之一。〔8〕在政

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制度生发展开的同时,声誉制裁体系亦迅

速发展。目前,我国的声誉制裁体系主要由以下四个分支构成,层叠交错的严密体系对相对人

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一事一议”的声誉制裁

“一事一议”的声誉制裁指向须经个案考量的声誉制裁方式,这在如今的声誉制裁体系中

仅占较小的比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通报批评。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警告”之后,增列

“通报批评”作为新的声誉罚种类,行政法学理也通常将警告和通报批评并列作为声誉罚的典

型方式。〔9〕通报批评作为正式的行政处罚种类,应当具有正式的载体和形式要求,行政主体

须在决定通报前审慎考量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否应当被公开谴责,决定通报后作出正式的行政

处罚决定通知书。

然而,在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信息发布载体高度发展以及新闻发布会等主动披

露方式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不具有正式行政处罚决定形式的径自曝光也越发常见。〔10〕行

政主体如果以径自曝光的形式代替正式的通报批评,相对人在行政主体通报前就很难得到陈

述和申辩的机会,在违法行为确然存在的情况下也难以仅就通报的范围与形式请求司法救济。

但它毕竟须经个案考量,在声誉制裁体系中仍是适用范围较小的形式,与以下三类自动化、普

遍性的声誉制裁形式存在显著差异。

(二)常态化的违法事实公布

在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裁判文书公开等制度安排下,公权力主体在公开反映自

身运行情况的信息同时,也会公开其履职过程中所掌握、生成的相对人信息。这些信息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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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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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元元:“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之建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3年

第4期,第12页。
参见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65页。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第266页。虽然警告具有申诫效果,对相对人能够产生精神压力,却并非必然对外披露并影响相对人的社会

评价,笔者认为不应当属于声誉罚,通报批评则是更为典型的声誉罚方式。可以参照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行
政罚法”明确区分了以警告为代表的警告性处分和以公布姓名照片为代表的“影响名誉之处分”。参见林明

锵:《行政法讲义》(第4版),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56页。
譬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4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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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侧面,即为常态化的违法事实公布。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的违法事实公布不仅针对企

业,也针对自然人。

第一,针对企业的违法事实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其

他政府部门以及企业自身均有义务在行政处罚等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载体为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5〕51号)则建立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公示”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载体为决定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网站。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

础上,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公开网站也于2020年1月9日运行。〔11〕

第二,针对自然人的违法事实公布。“双公示”的制度初衷虽然指向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

管,但在实践中,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信息却也在公开之列,譬如吴某丽案中的轻微违法行为即

于政府网站公开。针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通常包括真实姓名、处罚事由、处罚依据

等,在某些情境下可以构成对自然人身份的识别。

此外,虽然法院公开裁判文书本意在于监督审判权力规范行使,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兼具

违法事实公布的效果。〔12〕裁判文书全文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将制裁效果扩展至败诉当事人的

社会评价和公共形象。〔13〕同时,未隐名的裁判文书公开也有可能将“污名”影响延伸至胜诉

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加重其社会排斥感与精神压力。〔14〕

整体而言,虽然修改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认

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沿袭此规定,也写入了“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条款。但相关制度安排实际遵循“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公开行为本身是自动化、普遍性的,对是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几乎并不

考虑。由于政府将包含相对人负面信息的行政决定信息与司法裁判信息作为应当主动公开的

信息,进而实践中也就出现了越强调政府透明度,常态化的违法事实公布空间也就越大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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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http://cfws.samr.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第3条、第4条规

定了裁判文书公开与不公开的范围,第8条规定了裁判文书隐名处理的范围,第10条规定了应当删除的信息

范围。相关规定已经注意到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重要意义,但仍忽视了维护相对人声誉的重要价值。
有法官认为,“如果合同相对人因裁判文书涉及的当事人曾发生侵权、违约等行为,为规避违约风

险终止交易,这是当事人为自身行为造成的影响负责,并非裁判文书上网造成的。”参见金丽娟:“关于裁判文

书上网公开的问题及建议”,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2月3日,第8版。但事实上,公开是将公权力主体作出

的否定性评价直接传导至市场主体和社会群体的关键环节。
譬如行政法学界耳熟能详的田永案、于艳茹案等,原告在获得司法救济之外,其考试作弊或学术不

端行为也在真实姓名、院校、专业、年级全部披露的情况下得到了相当大群体的持久关注。虽然这些并不属于

声誉制裁范畴,但不以制裁为目的却产生声誉减损效果情形的普遍存在,也恰能体现公权力主体在信息公开

过程中并未认真对待相对人声誉,未将保护个体声誉、有利于个体发展充分纳入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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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15〕发挥违法事实公布功效的信息公开,有可能对相对人声誉产生不可控的消极影响,具

有明显的制裁属性。〔16〕

(三)负面信息记入信用档案

经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全面铺开,覆盖面极广的相对人信用档案得以建立,以国家赋予

的唯一号码(身份证、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为归集单元的信用档案已经成为市场监管与社会治

理的信息基础。〔17〕政府通过锻造“公共信用信息”概念,极大程度上扩展了声誉信息的披露

范围。“公共信用信息”被定义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18〕换言之,在现有制度安

排下,一旦相对人与公权力主体打交道,部分信息就自动脱离相对人掌控而具有公共属性。

实践中至少存在四类彼此独立但又相互重叠的信用档案,前两者仅针对企业,后两者将企

业和自然人均囊括在内。也由此,所有企业和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声誉信息总能被

归入一个或数个信用档案。

第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覆盖所有企业的信用档案,记录企业登记备案、抵押出质、重要信息

变更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并对外公开公示。譬如根据《广告法》规定,有违反该法行为的,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记入信用档案并公示。

第二,各行业领域信用档案。食品、药品、环境、税务、海关等诸多领域相关立法均对建立

相对人信用档案提出了单独要求。譬如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食品安全

信用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

第三,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国家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各部委建立国家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该

平台对外显示为“信用中国”网站。虽然并没有中央层面统一立法,但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

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定,在本辖区内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覆盖企业和具备完全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的信用档案,并与国家平台对接。〔19〕

第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建立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该数据库对外显示为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在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的

基础上,还对接了社保、公积金、环保、欠税、民事裁决与执行等信息,“基本上为国内每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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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参见后向东:“论‘信息公开’的五种基本类型”,《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第30页;朱春华:
“美国法上的‘负面信息披露’”,《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3页。

参见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8页。
参见胡凌:“超越代码:从赛博空间到物理世界的控制/生产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

1期,第11页。
虽然政府公共信用信息交换平台从20世纪初即开始建设,但对“公共信用信息”概念进行立法使

用与完整阐释的做法源于2011年颁布的《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譬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条、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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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20〕

针对相对人建立电子化的信用档案是各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文牍整理的重要方式,

同时将违法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制裁工具。〔21〕目前,信用档案中的公共

信用信息有公开和查询两种披露方式,自然人信用档案的披露通常采后者。但即便是以授权

查询方式进行的信用档案披露,也仍然具有声誉制裁属性。被记入信用档案的负面信息传递

了官方的谴责信号,在一定时期内如影随形地影响相对人的公共形象,影响其与其他公民或组

织进行交往与互动。在《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学界和实务界已经提出在行政处罚种类中

应当增列“记入信用档案”的主张,但相关条款并未进入修订后的新法。〔22〕在这样的背景下,

仅通过对行政处罚概念与兜底条款的解释,将业已十分普遍的“记入信用档案”纳入《行政处罚

法》予以约束,具有现实困难。

(四)向相对人施加负面标签

负面标签是公权力主体为简化规制过程而采取的分类标记方案,它凝结了公权力主体对

相对人既往表现的否定性评价,并以非常直观、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公众传达。〔23〕目前负面标

签至少具有四种相互独立又相互重叠的类型,除第一类仅涉企业外,其他三类均将企业与自然

人囊括在内。这些标签复合交错,同一个违法行为可能成为相对人被贴上不同负面标签的影

响因素,对相对人声誉造成多重影响。

第一,“经营异常名录”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标签。《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针对

企业法人,设置了两类负面标签,均由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标记与公

开。“经营异常名录”标签表达了政府对于企业正常经营与否的怀疑,〔24〕“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则表达了政府对于企业既往表现的严重差评。〔25〕

第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标签。国家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各部委,通过备忘录的形式

设置了“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标签,由各领域各级主管部门形成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并

推送至本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最终汇总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26〕这一方案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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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http://www.pbccrc.org.cn/zxzx/zxgk/gywm.s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0年11月17日。
譬如日本法中的“个人信息文件夹”,用以指代系统保存个人信息的、通过计算机能够检索的文件

夹。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参见张晓莹:“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41页;王瑞

雪:“公法视野下的信用联合奖惩措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92页。
参见王瑞雪:“论行政评级及其法律控制”,《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第33页。
参见《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7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令第68号)第4条。
参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3号)第5条。
譬如《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8〕16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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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地方规范的沿袭。〔27〕该标签与前述“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覆盖范围多有重叠,但

在“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制度安排下更为严厉,其他相关行政机关均有义务在信息共享后对

相对人进行联合制裁。〔28〕

第三,各行业领域“黑名单”标签。“黑名单”标签并非前述“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标签的子项,而是具有种类多样、设定随意的特点。〔29〕通常而言,它由

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分别加诸于所涉企业与个人。〔30〕此外,一些领域采取对企业表现进行

评级或评分的形式,评价较差的企业自动获得负面标签,辅之以特定的颜色、分数或星级标识,

也是“黑名单”标签的一种常见形式。〔31〕

第四,法院设置的“失信被执行人”标签。法院通过设置“失信被执行人”标签来统称

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当事人,这也是近年来法院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核心举措。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不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公开并与“信用中国”平台相连接,还会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

式予以公布。在我国目前实践中,“失信被执行人”是正当性理据最强的标签,它以法院

生效判决为支撑,以当事人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的前提条件为屏障,并辅之以催告等

程序要求。然而,它同时也是制裁手段最为严厉的标签,法院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将当事

人是深受公众谴责的“老赖”这一信号渗入其社交网络,这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

领导小组印发的典型案例中即可窥一斑。

政府对于希望公众注意的相对人违法信息添加显著标志,对于当事人具有“点名与羞辱”

(namingandshaming)的效果,制裁属性显著。〔32〕将由行政主体主导的各类标签纳入《行政

处罚法》调整范围,是法律修订过程中学界与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33〕然而与“记入

信用档案”类似,列入各类失信名单同样没有进入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相伴生的声誉制裁体系,仍在《行政处罚法》约束之外。

总之,现今的声誉制裁早已不仅是我们熟知的“一事一议”样态,而是经由一系列自动化的

负面信息归集、评价和披露方案全面作用于相对人的社会评价与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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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譬如《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国知发保字〔2019〕52号)第16条;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12条、第25条。

譬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31条。
参见胡建淼:“‘黑名单’不能‘黑上’”,《人民法治》2017年第4期,第85页。
譬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2017〕16号)。
譬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

SeePeterCartwright,“Publicity,PunishmentandProtection:theRole(s)ofAdversePublicityin
ConsumerPolicy”,LegalStudies,Vol.32,No.2,2012,p.185.

参见黄海华:“行政处罚的重新定义与分类配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39页;熊
樟林:“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方案”,《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3期,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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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声誉制裁的全面检讨

声誉信息的披露有其必然、必要的一面。有赖于声誉制裁体系,寄希望于“一锤子买卖”之

后逃之夭夭的破坏规则者被予以系统性约束。〔34〕受融资需求和交易机会等方面的激励,企

业主动披露声誉信息的情形亦十分常见。政府与公众均有理由对声誉良好的企业继续守法运

行保有稳定预期,对声誉不佳的企业审慎对待。〔35〕畅通的声誉机制也使公众确信如果某一

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行为选择,就会受到制度的制裁,从而加强了整个市场和社会对相

应制度的信任。〔36〕但即便声誉信息的披露如此重要,声誉制裁也并不应当全面适用于所有

违法行为。披露个体方方面面的瑕疵与错误,不仅不会引致一个并不可能出现的“完人社会”,

还有可能伤害公民之间的互动和联结。〔37〕也正因为如此,声誉制裁体系须被全面检讨。

(一)声誉信息范围过广

声誉信息范围过广的问题,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法人与自然人信息范围分殊不显,甚至自然人信息范围更大。从声誉信息被传播的

需求出发,它最初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投机与混乱问题。〔38〕 政府披露反映

企业诚信经营与否的信息具有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重要价值,尤其是企业履约与侵权、

产品质量与安全等信息。从人格尊严的价值出发,自然人声誉信息的披露则应当更为审慎,尤

其是虽与自然人道德相关,但却与其职业信用与交易信用无关的声誉信息。不过实践中却并

非如此,譬如根据《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规定,不仅自然人与法人的刑罚、行政处罚、欺骗取得

证照奖励、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行业禁入、欠缴税费等信息均属失信信息,自然人的酒驾、违

法养犬、逃票、骗保、考试作弊、学术不端等信息亦被额外关注。〔39〕

第二,严重违法与轻微违法信息范围分殊不显,甚至轻微违法信息范围更大。虽然中央文

件和地方性立法通过将“严重失信行为”从“失信信息”中单列的方式,传递了严重违法行为更

该当被声誉制裁的基本逻辑,但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声誉制裁却仍十分普遍。不仅如此,在社

会危害性轻但犯者众、连续违法可能性大、执法成本高、受法律明确限制难以施加足以威慑相

对人的人身与财产制裁的情境下,公权力主体更加倾向于采取“少人身制裁、弱财产制裁、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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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参见戴昕:“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法治分散、德治集中与规制强化”,《中外法学》

2019年第6期,第1473页。
参见卢超:“事中事后监管改革:理论、实践与反思”,《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787-790页。
参见吴元元:“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62页。
参见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38页。
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3条第1款首先列举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涉及的失信信息,

第2款又对自然人的失信信息进行单列,共包括7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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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制裁”的规制方案。〔40〕也由此,前述违法养犬、逃票等信息也被纳入失信信息范畴。

这至少可能导致以下两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引致歧视无处不在。在相当多的场合,尤其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初次交往中,个体往

往被简化为网络系统或信用档案中声誉信息的集合,其形象也就是声誉信息所具化的形象。

如果负面信息被事无巨细地披露,不仅不利于推进理性的差别对待,还有可能招致非理性的歧

视。如果一项制度会使原本受尊敬的公民因为偶然的、轻微的、易改正的错误而轻易失去尊

敬,就有可能引致广泛的歧视。而为建立真正持久而普遍的信用体系,政府应当给公民的社会

生活留有更大的空间。〔41〕

第二,引致放弃声誉维护。公布真实姓名的方式原本应当对应非常需要提示他人注意的

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公众遭遇可以预知的交易或交往风险。〔42〕如果过于频繁地借助舆论效

果,数量众多的相对人均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被声誉制裁,就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造成广泛的

社会公众对某项标签不以为意,在一定的领域放弃声誉的维护。正所谓“如果大家都耻辱,就

成了谁都不耻辱了”。〔43〕

(二)声誉制裁效果过重

表面看起来,实施声誉制裁的主体是公权力主体,但实际上声誉具有强烈的信号功能,在

公权力主体发起之后,制裁过程转由公权力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群体共同进行,熟悉与陌生

的人都参与其中。声誉制裁在一定情境下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譬如当事人承认错误、表达悔

恨、及时补救、积极修复和改正错误;广泛公众也接受提示、避免损失并引以为戒。〔44〕但在一

些情境下也能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声誉制裁之后所引发的网络谴责甚至欺凌、骚扰并不可

控,而且负面影响还有可能累及无辜的家人、单位甚至所在行业、地域。正由于声誉不似财产

般能够被准确界定,声誉制裁也很难按照比例原则来校准惩罚的限度,最终往往失之严厉。

虽然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声誉制裁也可能使某些人反常地将负面标签引以为荣。〔45〕

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声誉制裁会对相对人的市场资格、社会评价和自尊心等产生多重抑制性

影响。

第一,声誉制裁能够直接影响相对人在市场交易和职业选择等方面的资格。在社会信用

体系之下,被贴上一定负面标签的相对人有可能被限制进入相关市场、相关行业,在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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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参见门中敬:“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及其法律控制”,《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第23页。
参见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176页。

SeeErnestGellhorn,“AdversePublicitybyAdministrativeAgencies”,HarvardLaw Review,

Vol.86,No.8,1973,pp.1380-1441.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SeeKennethA.Bamberger,“TechnologiesofCompliance:RiskandRegulationinaDigitalAge”,

TexasLawReview,Vol.88,No.4,2010,p.679.
参见江德斌:“高铁‘霸座男’成‘大 V’,平台居然以污为美”,载《湖南日报》2018年9月5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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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给付、评奖评优等诸多方面受限,还有可能被限制招录为公务员、担任企业负责人等。这

些资格制裁与声誉制裁之间既有相互独立的一面,它们源于制度安排而并非公众基于声誉信

息的自主决定;但也有紧密联结的一面,公权力主体通过声誉信息的有效传播来实现相关限

制。

第二,声誉制裁能够直接影响相对人在群体中获得信任和尊敬的程度。对于个人而言,即

使并非名人,但负面信息经由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媒介,能够使得任何人都被嵌入声誉制裁

的执行网络,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这对个人在“熟人”圈子中的形象能够产生经

久而不确定的影响,甚至可能引来大范围“陌生人”的关注而遭致全面而持续的人肉搜索与曝

光。对于企业而言,声誉制裁能够直接影响企业商誉,使其在市场中受到相对不利的评价、居

于不利的地位。〔46〕企业负面声誉信息被传递给包括员工、投资者、上下游企业、同行和消费

者在内的所有公众后,他们或许会产生愤怒、厌恶、失望、失去信心等各种情感。这些情感被转

化为行动将直接影响企业运营与发展,降低其获得信贷、商业机会和消费者青睐的可能性,降

低其品牌价值、股票价格、成交数额与企业市值等。〔47〕尤其在食品、药品以及律师、会计、审

计等“声誉敏感型”领域,相对人为消除名誉损害而产生的机会成本极其高昂,极端的情况下甚

至有可能直接动摇其经营之根本。

第三,声誉制裁能够直接影响个人的自尊(dignity)、自主(autonomy)、独处(seclusion)等

主观性较强的价值,使其遭受道德情感上的压力。〔48〕目前,声誉制裁更多地以自动化的方式

直接作出,并没有认真公平地依据违法程度来裁量公开与否,更不会考察个人的心理承受能

力。〔49〕尤其在社会形象受到明显贬损的情境下,人们往往有充足的理由感到自己的自尊受

到伤害,并引致负面的自我评估。

(三)声誉修复难度过大

虽然在现代监管过程中行政主体收集与披露相对人声誉信息非常容易,但相对人消除不

良影响、挽回社会评价的难度却极大。甚至可以说,声誉的完全修复几乎不可能。〔50〕

1.声誉制裁载体分散之累

声誉修复难度过大首先是由声誉制裁体系的复杂性所导致的。正式的通报批评、各级政

府网站公开、不同类型的可供检索的系统公开、名目繁多的负面标签交织在一起,给相对人造

成了巨大的声誉压力。譬如一家企业的某次环境违法行为在接受行政处罚后,可能会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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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参见宋华琳:“禁入的法律性质及设定之道”,《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51页。

SeeSharonYadin,“ShamingBigPharma”,YaleJournalonRegulationBulletin,Vol.36,2019,

p.137.
参见戴昕:“自愿披露隐私的规制”,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5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8页。

SeeStephenP.Garvey,“CanShamingPunishmentsEducat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
view,Vol.65,No.3,1998,p.749.

参见林彦:“信用惩戒制度对行政法治秩序的结构性影响”,《交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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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通报批评;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将被多级政府网站公开并记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本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可能获得较低等级;也或许会因此进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虽然一些声誉制裁形式具有删除记录、移出名单或信用评价升级等修复方案,但修复时

限、条件和申请机关等均有不同,远非“一处删除、处处删除”。此外,尽管可供检索的平台通常

会在相对人信用修复后删除相关信息,不过政府网站所公开的信息却往往并不会被删除。再

加上行政机关通常会将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后的信用修复情况再次公示通报,这事实上构成

对既往违法行为的再次提示。〔51〕

总之,尚不论挽回在网络社会信息传播中可能发酵的声誉影响,仅在政府网站与平台系统

中通过相关规范确定的方式申请删除负面信息,就因声誉制裁体系的繁复而负累颇重。

2.声誉制裁载体统一之困

吊诡的是,制裁信息的披露载体高度分散,将导致企业声誉修复难度极大;但披露载体高

度统一,却也显著增加企业的声誉负担。这样的情况就明显发生在商业平台汇总企业声誉制

裁信息之后。

经由广泛的政府信息公开和逐步的公共数据开放,天眼查等提供企业信息查询的商业平

台,汇整分散在各政府网站、公共查询系统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公开信息,对企业、品牌及负

责人信息进行系统性收集、关联和分类。信息的集聚大幅降低了公众查询难度,培养了公众在

市场交易、社会交往中的查询习惯,加强了相关信息被检索、利用的可能性。

然而,汇整后的信息能够产生单一信息所不具备的、难以预估的影响。换言之,当涉

个人与企业的信息被公权力主体公开后,信息就脱离了发布者的掌控,以超越原初意图

的各种可能性被排列组合,并且相关信息即使在政府网站与公共平台上被删除,也已经

留在了商业平台之上。〔52〕影响声誉的信息越被系统归集和披露,就越有可能给当事人

带来更大程度的攻击与伤害。〔53〕已有质疑者认为,民事纠纷在所难免,企业在民事诉讼

败诉后依法履行裁判文书,但涉诉信息却被平台收集并关联汇总至其所建立的企业信息

档案下,片面地刻画了其商业形象。〔54〕而在业态本身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要求平台停

止归集其信息的请求较难获得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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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譬如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0年8月市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修复结果的公示”中,对
于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修复前后信用评价进行了全面公示。参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
tp://meeb.sz.gov.cn/gkmlpt/content/8/8092/post_8092759.html#3767,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6日。

目前从事企业信用信息关联业 务 的 企 业,均 须 被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核 发“企 业 征 信 牌 照”,并 在

《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约束下进行活动。但该行政法规只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5
年,企业违法信息并不因在政务系统中修复而自然删除。

SeeDanBouk,HowOurDaysBecameNumbered:RiskandtheRiseoftheStatisticalIndividu-
al,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5,p.245.

参见凯比森工业:《天眼查、企查查、启信宝作为非政府单位公开企业信息是否涉及侵犯企业

隐私》,载新浪博客,2018年4月3日上传,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d90878f0102yf0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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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网络时代,商业平台的系统性披露只是信息脱离发布者掌控的冰山一角。声誉制

裁难以有效修复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评价和公共形象的贬损并不可控,尤其是当声誉信息广

泛传播并严重影响相对人形象之后,不值得尊敬与信任的印象迅速深入人心,任何补救、改正

与时间沉淀都不一定能够有效消除影响。

(四)过度压缩其他制度空间

声誉制裁之功用固然在于引导恰当的社会与市场行为,但维护个体的体面与形象在很大

程度上也能促进社会与市场的良好运行。〔55〕没有缝隙的声誉制裁体系过度压缩了一些非常

重要的价值、原则和制度空间,反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与市场的发展。

1.压缩行政裁量空间

严密的声誉制裁体系对行政裁量空间构成了结构性挤压,也由此大幅度减小了比例原则

等公法基本原则在具体行政过程中的适用空间,进而使得诸多确保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制度安

排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第一,作出声誉制裁决定几乎没有行政裁量空间。广泛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各

种声誉制裁形式,多数背后均有一套完全羁束性的规则,以便于声誉制裁体系以自动化、普遍

性的形式展开。譬如在前述吴某丽案中,所涉规则为“以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公

开公示并记入信用档案”,没有任何要件、效果和程序裁量空间。如果不在规则层面予以纠正,

个案执法人员通过裁量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裁量空间阙如也使得程序约束只

能在表层展开,相对人只能就原初行政处罚决定之合法性进行陈述和申辩,而这是相对人原本

就有的程序权利;在对原初行政决定无异议的情况下,相对人对于公开和记入行为几乎没有挑

战空间,陈述和申辩也不具有实质意义。

第二,声誉制裁所形成的负面标签成为其他行政活动的决定性事实依据,从而大幅压缩其

他行政决定裁量空间。依托于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加诸于相对人的负面标签将自动导致一

系列资格受限,而无须经过独立的审慎判断。譬如相对人一旦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被纳入“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将在各部门的国有资源交易、特许经营、政府采购、行政补贴等活动中

被直接限制。由于声誉制裁本身结构性地排斥了裁量空间,声誉制裁结果又无须经过裁量过

程而直接引致诸多部门的新限制,那么整个制裁过程就变成了流水作业的“传送带”,中间无一

处存在裁量空间。换言之,一旦行政处罚决定正确,负面信息真实,之后一系列声誉制裁以及

诸多部门的共同限制均自动形成,全程不再有审慎考虑的任何节点。

2.影响激励、宽容等制度空间

与希冀通过声誉制裁体系来扩大制裁效果相对,政府在制度设计中也已经考虑如何降低

规制密度和强度,释放更多的市场、社会自主性。但受制于已然现实存在且密不透风的声誉制

裁体系,体现激励、宽容价值的相关制度空间也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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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以)阿维沙伊·马加利特:《体面社会》,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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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激励制度受限。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与失信惩戒相对,也有守信激励的制度安

排,但激励制度明显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次要地位。在国家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发布的51
部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中,43部均为联合惩戒备忘录,3部为奖惩并包型备忘录,5部为

联合奖励备忘录。〔56〕由于激励政策通常预设相对人不仅应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其他各方

面声誉信息也须毫无瑕疵,但现有声誉制裁体系却将过多的信息都纳入评价与披露,从而能够

接受激励的主体范围受到限制,激励制度的空间亦被压缩。

第二,宽容制度受限。晚近行政法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为改变单一的“控制—命令”型管理

方式,贯彻主体尊严、平等、合作、宽容等价值,引入更多的柔性治理手段。〔57〕为创造更加宽容的

社会与市场空间,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放管服改革”“包容审慎监管”等制度设计中提出了诸

多宽松化的规制方案。但鉴于声誉制裁体系之严密,一系列的宽松政策在事无巨细皆有可能披

露的自动化公开与记入信用档案面前,所释放的空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弭。

激励、宽容制度受限也进一步造成了监管体系的混乱。在规制理论的“执行金字塔”模型

中,从上到下依次是吊销许可、暂停许可、刑事处罚、民事处罚、警告、劝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

程中应当从金字塔底端向上回溯,扩大底端手段的应用;当更宽松的手段无法回应规制难题

时,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58〕但在声誉制裁普遍附随的情形下,诸多传统意义上的宽松手段

也被纳入声誉制裁体系,譬如警告、约谈等均为信息公开和信用档案所覆盖。又由于声誉制裁

效果难控,金字塔底端的制裁手段辅之以声誉制裁也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制裁效果,导致原本多

层而有梯度的监管体系强度明显增大,过罚相当难以真正实现。

四、声誉制裁的法治方案

声誉制裁在很多时候源于全面、充分制裁的愿望,希冀通过更加成本低廉的方式加强对违

法行为的威慑。〔59〕然而,声誉制裁成本低廉仅是从执法成本角度而言的,声誉易损难修的成

本不仅加诸于被制裁的个体,也由于声誉制裁体系之细密而终将成为整个市场、社会共同付出

的成本。因此,认真对待相对人声誉、限制过于膨胀的声誉制裁体系,是摆在公权力主体面前

不容忽视的法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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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参见吴堉琳、刘恒:“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运作逻辑、法律性质与法治化进路”,《河南社会科

学》2020年第3期,第11页。
参见罗豪才:“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

5-12页。
参见张红:“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0页;IanAyresandJohn

Braithwaite,ResponsiveRegulation:TranscendingtheDeregulation Debate,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2,p.28.

SeeDavidA.Skeel,“ShaminginCorporateLaw”,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Vol.
149,No.6,2000,p.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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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保护相对人声誉”作为重要的公法价值

无论是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负面信息记入信用档案还是给相对人贴上负面标签,覆盖面极

其广泛的声誉制裁体系均深深嵌入以信息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与监管实践之中。正

因为如此,实现声誉制裁体系的法治化,必须首先将“保护相对人声誉”的理念嵌入整个公权力

行使过程,改变相对人声誉信息以“披露为原则、不披露为例外”的现状。虽然声誉、人格、尊

严、生计、发展等在法律中极难量化,在公法中尤甚,但却是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60〕将“保

护相对人声誉”作为重要的公法价值,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确立“声誉”具有与“人身自由”“财产”地位类似的独立价值。公法理论和规范对于

与人身自由、财产相关的制裁手段施加了严格的法律限制,但却并未将相对人的声誉视为与之

类似的重要价值,这从《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行政处罚类型与设定规则中即可窥一斑。声誉

制裁体系的广泛与严苛,很大程度上源于声誉比财产、人身自由更可轻易影响之固有偏见。鉴

于声誉的重要性和声誉制裁不可控的制裁后果,公权力主体应当认真对待相对人声誉。如果

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在性质与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并没有达到该当贬损其社会评价、破坏其体面

形象的程度,那么在立法与制度设计层面就不应当设置声誉制裁方案。

第二,确立“声誉”具有与“隐私”相区别的独立价值。在相关公法规范中,“隐私”已经被纳

入行政活动必须考虑的重要价值,但个人信息保护仍落后于实践发展。在个人信息的归集、披

露和利用过程中,“声誉”并未被置于重要地位,声誉影响并不构成当事人请求信息不公开或者

隐名处理的合理原因。个体声誉是在不同群体和个人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共同承认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但经由政府掌握的便捷、权威的信息传播渠道却可以轻易贬损之。对此,可承袭宪

法中“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借鉴民法中人格权、名誉权、信用权等理

论,与个人信息保护理论相结合,将“人格在社会生活上所受的尊重”明确作为行政法治所应当

保护的价值,确立公权力主体在履职过程中应当保护个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社会

评价的公法义务。

将“保护相对人声誉”这一公法价值纳入现有监管框架,至少可以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如

下调整:

第一,在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相关规范与制度设计中明确纳入“保护相对人声誉”

的公法价值,扭转政府产生、掌握的相对人信息全然属于公共性质的观念。政府透明度和市场

透明度是完全不同的政策目标,不宜在同一话语体系下混淆。政府在信息披露时须认真考量

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慎重决定是否披露。自然人的名誉权等与人格价值关系

极为密切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只有在必要情境下才能依法披露与其直接相关的

信息。

第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范与制度设计中明确限定“作为失信信息记入信用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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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SeeCassR.Sunstein,ValuingLife:HumanizingtheRegulatoryState,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201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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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等措施的适用范围。严重的声誉制裁只能与严重的违法行为相

匹配,而不是普遍适用。尤其是各种严格限制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标签,应当比照“暂停或吊

销营业执照”的审慎程度来作出,避免未经审慎考量即启动失信联合惩戒,全面抑制企业发

展。〔61〕

(二)对声誉制裁进行实体约束

基于声誉制裁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影响之大,凡是涉及披露相对人真实姓名和负面信息的

公权力行为,均应当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与授权。而判断是否该当设定声誉制裁,至少应当

甄别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如果信息披露的目标旨在监督公权力运行,同时兼具教育公众的目的,但并没有针

对相对人的制裁意图,那么就应当对其中的自然人信息“以隐名为原则,不隐名为例外”进行处

理。譬如在法院公开裁判文书时应当在多数情况下隐去自然人真实姓名,避免对自然人造成

不必要、不可控、无法寻求有效救济的声誉影响。

第二,如果信息披露的目标旨在威慑社会危害性轻但犯者众的违法行为,希望对相对人施

加精神压力,那么基于过罚相当的法理,政府应当首先选择警告、教育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选择

贬损声誉的方式。警告对相对人具有申诫效果,是“行政主体表达批评”而并非“行政主体公开

表达批评”;教育有助于使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产生双向联结,督促相对人真诚悔改。只

要不以任何方式对外披露,警告与教育都不会影响相对人的社会评价,但也能够对其产生精神

压力,是更为适宜的替代性方案。

第三,如果信息披露旨在制裁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警示严重的市场风险,政府应当

在确保信息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公开。制裁形式应恰当地表达社会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声誉制

裁更加适于制裁缺乏市场诚信的行为,譬如欺诈、产品质量缺陷、违反职业道德等,尤其是严重

或反复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62〕

从这一维度延伸,声誉制裁体系应当明确企业与自然人之分殊。在市场语境下,广泛的交

易安全、产品安全和公众知情权成为更重要的法益,企业声誉信息的披露具有正当性。但是,

针对企业的全部违法行为都要进行声誉制裁的方案值得商榷。即使制裁对象为企业及相关从

业人员,但那些在性质上与诚信并不相关,或严重程度上并未达到须影响其社会评价程度的轻

微违法行为,应当审慎适用声誉制裁。而针对自然人的违法行为,则应当以“不披露为原则,披

露为例外”。〔63〕只有违反市场诚信的行为,以及主观恶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严重犯罪行为,

·064·

中外法学 2021年第2期

〔61〕

〔62〕

〔63〕

虽然“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等负面标签类制裁手段没有被写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但顶层设计

中已经释放了对该类制裁手段加强约束的信号,譬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

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SeeSharonYadin,“RegulatoryShaming”,EnvironmentalLaw,Vol.49,No.2,2019,p.434.
可以参照的是,日本有关个人(经营企业的除外)的信息,在该个人能够识别的情况下,只要不符合

例外规定,不需要进行是否有损于隐私这一个别判断,就会自动归入不公开信息。参见(日)田村正博:《警察

行政法解说》,侯洪宽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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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应当在法定条件下以披露真实姓名和违法行为的声誉制裁方式来贬损其社会评价、抑制其

市场交易与社会交往。

而即便在该当进行声誉制裁的情境下,恰当的、负责任的声誉制裁也应当符合以下三方面

的要求。

第一,公开谴责的对象应该是行为,而不是个体。应当对违法行为进行真实、客观的描述,

而避免对个体人格的贬损,不应将轻蔑或侮辱的语词直接加诸于个体,更不能加诸于家人以及

其他与之有关联的人。〔64〕声誉制裁是给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加装“探照灯”(searchlights),而

不是羞辱具有违法行为的相对人,必须给无关的其他个人信息拉上“帷幕”(curtains)。〔65〕

第二,声誉制裁形式、范围应当适当。即便声誉影响并不可控,但比例原则仍是对其进行

限制的公法基本原则,用以严格审视声誉制裁的形式、范围等是否目的正当、适当、侵害最小且

符合狭义比例原则。政府在披露相对人违法行为信息时,除非例外的严重情形,否则不应当公

开自然人照片、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如果在原有声誉制裁之后,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

式进行二次声誉制裁,那么在每一种新的披露方式之前,公权力主体均须重新进行是否隐名的

审慎考量。

第三,声誉制裁应当确保信息正确。除非具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健康的风险,否则声誉制

裁应当等待法律的最终检验,不应当在相对人穷尽救济方式之前进行。如果已经发布的信息是

错误或误导性的,应当立即以与原初方式类似的方式撤回,尽最大可能为相对人消除影响。〔66〕

(三)对声誉制裁进行程序约束

公权力主体普遍认为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和记入信用档案均非独立的行政行为,导致其几

乎不受任何程序约束。而针对负面标签形式的声誉制裁,虽然相当多的法律规范已经明确其

独立属性,但也没有为其设置与其他行政行为类似的程序装置,没有事先告知和听取陈述意见

的程序要求。〔67〕由于现行声誉制裁体系中多为满足一定条件即自动负面信息披露的形式,

所以程序要求的注入遭遇了其他制裁形式不曾遇到的严重阻力。〔68〕声誉制裁对效率和效果

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兼顾程序法上的“最低限度的公正”,程序装置之简陋与制裁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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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SeeToniMakkaiandJohnBraithwaite,“ReintegrativeShamingandCompliancewithRegulatory
Standards”,Criminology,Vol.32,No.3,1994,p.369.

SeeLiorJacobStrahilevitz,“ReputationNation:LawinanEraofUbiquitousPersonalInforma-
tion”,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102,No.4,2008,p.1712.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2款已经对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之撤回进行了规定,但未采取等待相对人穷尽救济方式之后再公开的方案。
譬如《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并未规定“听取陈述和申辩”的程序要求,只是给予相对人在公示后

提出异议的权利。

SeeDanielleKeatsCitron,“TechnologicalDueProcess”,WashingtonUniversityLaw Review,

Vol.85,No.6,2008,p.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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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形成鲜明对比。〔69〕

然而,程序约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在声誉制裁上格外重要。因为一旦负面信息对外

披露,即使给予相对人异议权利并最终删除,也难以有效挽回影响。因此必须在信息公开、记

入信用档案和列入标签名单之前即贯彻程序要求,在自动化程序中分离出重要的节点,使得相

对人能够充分参与到声誉制裁过程之中,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70〕有意义的程序约束至

少应当符合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第一,公权力主体在多数声誉制裁之前应当设置“先限期整改,不整改再披露”的屏障。目

前政府在各个系统平台中均设置了履行法定义务后的“信用修复”条件,但负面信息披露之前

并没有给相对人任何改正空间。如果将修复条件适用的节点提前,放弃“先披露后修复”的现

有方案,转而将声誉制裁作为不整改的“后摄”威慑,那么事前的“告知”才更加有实质意义。

第二,公权力主体在声誉制裁中应当考量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性质与违法程度,放弃全面披露

的方案。如果相对人在表达意见时,不仅能够针对违法行为是否客观存在,也能够针对违法行为

的性质与程度是否与某种声誉制裁形式相匹配,那么“听取陈述和申辩”才更加有实质意义。

第三,公权力主体不应当将声誉信息披露作为附随性的、无须说明的事项。如果说明理由所

针对的不仅为原初行政决定,也包括公开公示、记入档案或负面标签等声誉制裁手段的选择与适

用,那么“说明理由”才更加有实质意义。

(四)对声誉制裁的修复与救济

对于绝大多数相对人而言,声誉修复是至关重要的,在获得公开谴责之后终归要着眼未来

的发展,努力重新获得市场与社会的尊重。要扭转目前存在的声誉修复之难,一方面,应当建

立“一处删除、处处删除”机制。当相对人满足声誉修复条件后,相关负面信息从政府网站和平

台系统中一并删除,而不需要相对人反复在多处进行申请。〔71〕另一方面,应当针对商业平台

汇整相对人信息并生成个体风险肖像的行为施加合理限制,使个体不至于无休止地担心被信

息归集与分类。〔72〕事实上,“删除权”已经进入了私法领域,也应当进入公法领域。〔73〕

而建立声誉制裁的有效救济,最重要的是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相对人不服行政主

体的声誉制裁而提起行政诉讼并无障碍。第一,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行

为,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提起救济。第二,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记入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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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关于“最低限度的公正”的概念,参见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基于行政程

序角度之考察”,《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28页。
参见胡敏洁:“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61页。
顶层设计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转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

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明确提出,“加强信用修复信息共享,加快建立完善协同

联动、‘一网通办’机制,切实解决‘信用修复难’问题”。

SeeFrankPasqualeandDanielleKeatsCitron,“PromotingInnovationWhilePreventingDiscrimi-
nation:PolicyGoalsfortheScoredSociety”,WashingtonLawReview,Vol.89,No.4,2014,p.1419.

譬如《网络安全法》第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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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行为、纳入某负面标签行为,不仅诸多规范明确规定可以依法提起救济,而且也可以通过

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兜底条款的解释来确认其属于受案范围。〔74〕

但具有救济渠道,并不意味着相对人能够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救济。第一,司法审查的重

心往往置于原初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并非声誉制裁手段的合法性。第二,即便在司法审查聚

焦于声誉制裁的情形下,也往往只关注程序问题。由于声誉制裁多以自动化形式展开,行政机

关的裁量空间非常有限,从而在原初行政决定合法的前提下,法院也只能更多着眼于声誉制裁

有无遵守法定程序,难以向行政机关施加更多义务。已有判决指出,在相对人确实存在严重违

法行为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在违法事实公布前没有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确有程序瑕疵,但

不影响公示行为的合法性。〔75〕

即便如此,司法救济仍然是相对人挑战声誉制裁的最后防线,法院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对声誉制裁的审查强度。第一,目前已有一些规范对“轻微”与“严重”违法行为的披露作

出区别规定,法院可以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来挖掘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进而扩大司法审查

空间,纠正严重不合比例的声誉制裁行为。〔76〕第二,在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生效后,法院

可以通过对“通报批评”进行扩大解释,将更多的声誉罚形式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事实上,由于

立法先例往往将“通报批评”的适用语境局限于内部行政管理过程之中,因此对其作为行政处

罚种类予以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数量非常有限。〔77〕为避免通报批评的处罚种类形同虚设,

法院应当对其范围进行予以扩大解释,对其实质标准予以明确。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声誉制裁的法治建构中,法院不仅肩负司法审查责任,更须自我约

束。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难”的解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隐名处理范围的狭窄以

及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累及家人的全面曝光,也应当在法治要求下被严格审视。法院扮演守

护法治的关键角色,如果法院将声誉制裁作为轻易可采、形式无限的制裁工具,那么对其他公

权力主体也会产生错误的示范效果。〔78〕

五、结 语

在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示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制度的掩映下,内嵌于型塑政府透

明度、规范市场秩序和治理社会问题等相关规范与实践之中的声誉制裁体系,逸出“一事一议”

的范畴,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记入信用档案和各种负面标签等常态化形式大规模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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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78〕

譬如《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第62条。
参见杭州天恒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诉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案,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浙行申字第313号。
譬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9条。
譬如《动物防疫法》第88条。
法院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转变,《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

见》(法发〔2019〕35号)明确对善意文明执行、坚持比例原则和避免过度执行予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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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已然无处不在。在陌生人社会信息繁杂又难以甄别的背景下,广泛公众很难在政府不直

接披露信息的情况下具有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预测能力,因此政府在必要情况下确须向公

众传递特定相对人具有交往风险的合理怀疑,正所谓“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79〕

然而,声誉信息的过度披露也使得更强大、沉重的监管被置于每一个个体之上。在严密的

声誉制裁体系下,具有违法行为的相对人不仅被公权力主体记录,更被置于公共评论空间,进

入类似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被监督状态。〔80〕声誉制裁给相对人带来的“烙印”,对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可能产生难以修复的制裁效果,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不可控的影

响,亦即“过多的阳光也会带来严重的灼伤”。〔81〕信息技术发展程度越高,贬损相对人声誉的

成本越低,声誉对相对人越重要,对声誉制裁进行法律控制就越有必要。只有将声誉制裁体系

置于法治框架之下,才能既规整秩序,又促进发展。

Abstract:Areputationalsanctionisaregulatorytoolintheformofdisclosingnegativeinformationto

reducethesocialreputationofprivateparties.Thereputationalsanctionsystemhasbeendevelopedna-

tionallyinthewakeofconstructionofgovernmentinformationpublicitysystem,enterpriseinformation

disclosuresystemandsocialcreditsystem.Besidesthosetraditionalwayslikecirculatingcriticisms,rep-

utationsanctionsareimposeduponprivatepartiesthroughanumberofnewmeansincludingdisclosures

ofillegalactivities,documentationofnegativepersonalinformationincreditfilesandtheuseofnegative

labels.Problemsbroughtaboutbyreputationalsanctionsincludeinappropriatedisclosuresofpersonalin-

formation,excessivereputationaldamagesanddifficultiestorebuildandrenewtarnishedpersonalima-

ges.Thereputationalsanctionsystemhasnarrowedthescopeofadministrativediscretion,andstructur-

allysqueezedthespaceoftoleranceandincentivesystems.Therefore,thegovernmentshoulddeem“rep-

utationprotectionforprivateparties”asavitalvalueofpubliclaw,setupalegalthresholdofreputation-

alsanctions,selectappropriateformsofreputationalsanctions,createeffectivelegalproceduralmecha-

nismsforreputationprotectionandconstantlyimprovetheexistingsystemofreputationrepairsandrem-

edies.

KeyWords:Reputation;ReputationalSanction;InformationDisclosure;SocialCredi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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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参见(美)路易斯·D·布兰代斯:《别人的钱———投资银行家的贪婪真相》,胡凌斌译,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53页。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版,第231页。

SeeTroyA.Paredes,“BlindedbytheLight:InformationOverloadandItsConsequencesforSecur-
itiesRegulation”,WashingtonUniversityLawQuarterly,Vol.81,No.2,2003,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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